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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宗教的第3次入华高潮到

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

O耿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基督宗教的首次入华高潮是唐代的景教徒，第2次高潮是元代的方济各会士．第3次入华高潮则是明

末清初的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多个修会的传教士。入华耶稣会士们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但以南中欧拉

丁文化的国家为主。他们的社会出身一般较高贵，故来华后走上层路线，广交上至朝廷。下至文人儒士，推行

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他们在传教方面收获不大，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却功不可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于

中学西渐的贡献，还要大于其对西学中渐的贡献。他们的书简、报告和著述，促进了西方早期的中国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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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1次和第2次高潮

基督宗教首次传人中国，出现在唐代，其主要代表是基督宗教的一个异端派别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isme)。聂斯脱利(Nestorius，约为公元380—451年)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即主

张基督具有神和人双重本性}做为人的耶稣为马利亚所生。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为神的圣子

和基督并非马利亚所生，也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故不能称马利亚为“上帝(天主)之母”。在

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基督宗教世界性主教会议)上．将。二性二位说”定为异端，聂

斯脱利被革职流放，其追随者们遭到了迫害。聂斯脱利派信徒已无法向西推进，只好向东逃亡，

活动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印度地区。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获得了蓬勃发展。聂斯脱利派

于唐代传人中国，在中国被称为“景教”。至于“景教”的“景”字之意义，学术界尚有争论，

莫衷一是。

1623年(明天启三年)或1625年(明天启五年)，于陕西省西安府整屋县出土的<大秦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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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中国碑》，便是这次传播的明证。该碑由大秦寺(景教寺)僧景净(景教徒景净)述。其中

提到“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占青去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明明景教，言归我唐。

翻经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万邦之康”。“更效景门，依仁施利⋯⋯矮者来而针之，寒者

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此外。在敦煌藏经洞中，也发现了景教卷子。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

教宣元本经》《老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天)论》和《大秦景教大圣真归法赞>

等景教早期经文。

但唐代的景教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持续发展下去。到了元代，蒙古汪古部的阔里吉思王

子家族信仰景教，最后导致整个蒙古汪古部接受景教归化，从而才使景教得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得

以延续了较长时间。

基督宗教向中国传播的第2个高潮约在13一14世纪的中国元代前后，而在元代传人中国的

基督宗教。则以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为代表。

方济各会是由意大利人方济各(Francesco d’Assi，1181—1226年)创建的。1209年，他

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1198—1216年)批准，该会也被称为“小兄弟会”；又由于

他们身穿粗布衣袍，手托乞食钵，赤足行走，故该会会士又称为“托钵僧”。方济各会士们曾于

1212年又协助加辣(Chiara，l 193—1253年)创建方济各第二会，即方济各女修会。他们分别

于1221年和1223年分别制订了第1部和第2部会规。方济各早期的活动地域主要集中在西班

牙、意大利、法国以及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埃及地区。 、

在13世纪时，蒙古人制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于1236年灭卡马河畔的不

里阿耳突厥王国，1238年攻陷莫斯科，于1239年征服南俄罗斯草原，于1240年灭乞瓦(基辅

国)。他们于1240—1241年甚至打到勃烈儿(波兰)和马札尔(匈牙利)，一度曾兵临奥地利维

也纳城郊。波兰与日耳曼人联合抵抗蒙古人的征战，也于1244年遭到惨败。西方基督宗教世界

对此惶惶不安，急欲派出。间谍”，去刺探蒙古人的实力、军情、动向、作战韬略、军械设备

等。此外，西方基督教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宿敌——伊斯兰世界，他们彼此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

态，在1096—1291年的近200年间，基督宗教世界便向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动过8次“十字军东

征”。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崛起，奴隶王朝与非斯马林王朝日益发展壮大，从而促使西方基督宗教

国家，也千方百计地设法与蒙古人结盟，以图共同从东西两侧夹击伊斯兰教势力。此外，西方基

督教世界还流传说，东方有一位约翰长老(Pretre Jean)，正率基督教的军队与伊斯兰教的摩尔

人作战，西方也急欲派人去联络约翰长者。在此背景下，西方基督宗教世界便不断地向当时蒙古

帝国遣使，而大部分使者均为方济各会士。笔者于下文就介绍当时东来的几位主要的天主教方济

各会士。

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诞生于今意大利的佩鲁贾。他于1245年4

月16日(复活节)时，根据里昂主教会议的决议，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Ⅳ，1243—

1254年)的教谕。在65岁的高龄时，从里昂登程，先到达波兰的布雷斯劳，携其波兰教友和翻

译本笃(Benolt)一并出使蒙古。他们从西欧到中亚，万里跋涉，最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

了钦察汗国的缔造者拔都(Batu，1227—1256年)的幕帐。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嫡孙，即成吉思

汗长子术赤的次子，占据咸海、里海至额儿齐思河一带。柏朗嘉宾又被拔都差往喀喇和林(成

吉思汗曾建都于此)。于同年8月24日到达那里，有幸参加蒙古定宗贵由汗的登基大典。对于欧

洲人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机缘。因为贵由是太祖成吉思汗之孙和太宗窝阔台之子。柏朗嘉宾一

行又于1246年11月3日离开喀喇和林回国，于1247年11月24日返回巴黎。柏朗嘉宾奉使蒙

古，共历时两年半。教皇英诺森四世委托这位方济各会士携带致蒙古大汗的国书，要求蒙古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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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督宗教的归化并希望与蒙古人结盟，共同抗御伊斯兰教的扩张。这颇有一点像汉代张謇出使

西域，寻找月氏人，以图“断匈奴右臂”之策略。柏朗嘉宾的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的使命没有

实现。贵由汗不但不想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反而奉劝罗马教皇改宗信仰佛教或萨满教。柏朗嘉

宾归国后写成的出使报告《蒙古史》，却成了西方第一部有关蒙古帝国和东方民族史与人类学的

名著。书中囊括了当时西方所知道的有关蒙古人和东方的全部资料。他凿通了西方基督宗教世界

通向东亚和中国的道路。

鲁布鲁克(GuiIlaume de Rubrouck，1215年左右一1257年)也是方济各会士。他诞生于佛兰

德，却为法国公民，也是路易九世(Imuis IX，1214—1270年，即后来的圣路易)的挚友。他获

悉成吉思汗后裔中的一位蒙古王公(可能是曾征高丽的蒙古将军撒里达，?一1232年)接受了基

督教的归化，于是便携带路易九世致蒙古大汗的一封要求他接受基督宗教归化的国书，于1253

年5月7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位于当时俄罗斯南部亚美尼亚的苏达克会见该王公。他接着

又被差往蒙古大汗牙帐，到达喀喇和林，会见了蒙哥汗(Mongka，1208—1259年)。他在喀喇和

林居住数月之后，便携带蒙哥汗致路易九世的一封国书归国。蒙哥汗在国书中，不仅拒绝接受基

督宗教的归化，而且还要求路易九世接受成为蒙古人的附庸。鲁布鲁克归国之后，又以上表的形

式，向国王呈奏了其出使报告《蒙古帝国行记》。此书既显示了他的文学天才。又揭示了这次出

使的政治目的。鲁布鲁克应为中法关系史上的第一位官方使者。他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步行和骑

行16000多公里，从君士坦丁堡到达喀喇和林，从一个游牧部族跋涉到另一个部族。但他并没有

特别炫耀其官方头衔，只是自称为“上帝最卑微的仆人——方济各会士”。这一切都使蒙古人感

到震惊，也反映出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因差异而造成的撞击。

约翰(若望)·孟德高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1247—1328年)是意大利塞莱诺的方

济各会士，他是哲学和神学专业毕业生，精通多种东方语言。1289年，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

(Nicolas Vl，1288—1292年)的派遣出使中国，这是为了响应元世祖忽必烈(Qubila][，1271—

1294年)向教皇提出的派遣传教士赴中国的请求。孟德高维诺经过断断续续的漫长旅行(在印

度一次就滞留13个月)，于1294年才到达汗八里(元大都北京)，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召对

并钦准他在元帝国中布道。他后来于1307年被任命为汗八里和东方的主教，并在那里设立了主

教府，归化了一大批信徒。他与蒙古汪古部的阔里思王子交往甚笃，并使该部族接受归化而成为

景教徒。他于1305年和1306年间，多次请求教皇派遣传教士去支援他，并索求《圣经>各书和

宗教仪轨用品等。教皇于1311年向他派去了多名方济各会士，包括笔者将于下文介绍的安德烈

·德·佩鲁贾。约翰·盂德高维诺在华生活34年，最后逝世于中国。他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首

任主教，也是方济各会士们在中国所获得的最大成功。

鄂多立克(Ododc de Pordenone，1286—1331年)是一位出生于捷克或波希米亚家庭的方济

各会士。他早年就曾赴亚洲旅行过，于1318年经海路赴中国旅行和布道，有3名方济各会士与

他结伴同行。他于广州登陆后，由南至北地穿越大半个中国，一直到达北京，受到了大汗的召对

并会见了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居住4年后，他又奉命返欧洲，以为中国传教事业招募新的传教

士。他经陆路，通过西藏和拉萨道，而于1330年返回阿维尼翁。他刚刚口授完其旅行记，便过

早地辞世了，享年45岁，被教皇列为“享真福品者”。其旅行记对于北京、泉州、长江、杭州、

戈壁沙漠、西藏的描述准确而详细。他首次称杭州为“远东威尼斯”。与马可·波罗首次称苏州

为“东方威尼斯”一样成为西方的流行语。

安德烈·德·佩鲁贾(Andr6 de P6rouse，?一1326年之后)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属于由教

皇克莱芒五世(C]6ment V，1305—1314年)派往中国，以赴北京支援若望·盂德高维诺的使徒

之列。安德烈·德·佩鲁贾于1311年到达北京，后又被派往刺桐(泉州)传教区并出任泉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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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于1326年寄往欧洲的书简，提供了其最后信息，然后便杳无音信了。他坚持认为，中国

的回教徒和术忽人(犹太人)绝不会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中国的“偶像崇拜者”(中国的儒释

道教派信徒)即使接受归化，也很难进入基督教的正统。当时泉州共有4名修士殉教，他们可

能均为亚美尼亚人。

教皇本笃十二世(BenoItⅫ，1334—1342年)于1338年在法国阿维尼翁<1309—1378年，

有7任教皇居住在时属教皇国和今属法国的阿维尼翁，基本上受法国控制)，接见了元朝末帝顺

帝妥欢帖睦尔(Toghan TemOr，1336—1368年)的一位使节，并且收到了其国书。教皇向中国

派出了一个由4名方济各会士组成的使团和布道团，其中就包括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方济各会士若

望·马黎诺利(Jean de Marignolli，1290—1353年之后)。他携带教皇谕旨和礼物．自法国阿维

尼翁登程，经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北岸，自陆路赴华，于1342年到达汗八里。拜谒元顺帝并献上

一匹著名的。天马”。他在汗八里居住3—4年，洞察到了元朝政局不稳，遂取道海路，经满刺

加、锡兰和耶路撒冷而于1353年返回欧洲。他为卢森堡的查理四世(Charles IV，1316—1378

年)而于《波希米亚年鉴：》中发表了其游记。他于其《契丹大汗宫中的一名方济各会士》中记

载说，在汗八里，有一座与皇宫相毗邻的方济各会的教堂。元大都还有其他教堂，教友们都接受

教皇赐给的食物。元顺帝负责承担他回国的一切川资，并且相托代为向教皇送礼。要求他尽快再

返汗／k里并出任北京大主教，但马黎诺利再也未返回中国。他成了当时教廷派往中国的最后一名

方济各会士，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赴华的西方大旅行家。

约翰(若望)·伯朗嘉宾、约翰(若望)·孟德高维诺和约翰·马黎诺利，被称为元代进

入中国的方济各会“三约翰”(若望)，是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和旅行家。当波罗父子离

华归国时，忽必烈曾委托他们向教皇提出，为他派遣“百名七艺博学士”，并为他带回一点“教

廷教堂中供像前的圣油”。由此可见，由于方济各会士们的频繁活动，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对

基督宗教有了初步了解，并且还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好感。

短命的元帝国很快就崩溃了，蒙古人打通的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又被迫中断了。方济各会

士们在蒙古帝国的活动，形成了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第2次高潮。

二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3次高潮——入华耶稣会士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3次高潮，是从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进入并客死于广东上川岛

开始的，而其高潮则是17—18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大举入华。

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an(；ois—Xavier，S·J，1506—1552年)是西班牙耶稣会士，被称

为“印度使徒”或“印度传教始祖”。他于1506年4月6日圣主日瞻礼三诞生于西班牙的纳瓦

拉尔省(Navarre)的首府潘普罗纳(Pamplona)。于1520年进入巴黎圣保禄修院，1537年在威

尼斯晋铎。1541年，他奉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JeanⅢ，1521—1557年)的敕令，做为教皇保

禄三世(Paul nl，1534—1549年)的教皇大使，而出发赴远东布道。

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的教祖依钠爵·罗耀拉(Ignee de Loyla，约1491—1556年)最早

的教友之一，也是教祖的心腹之一，所以罗耀拉才选择他赴印度传播福音。方济各·沙勿略自

1542年到达果阿，直至他于1552年客死于中国的门户上川岛，其一生中的最后10多年，完全

投入到了印度和远东的布教事业中了，从而为多个耶稣会传教区奠定了后来兴旺发达的基础。他

继在满判加(Malacca)、马鲁古群岛(Mo]uques)和日本居住之后，便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我们通过他的书简，便可以追踪其在远东活动的行踪。首先是南印度，接着是柯钦(Cochin)。

其后是满刺加和马鲁古，再其后又是日本。在他生命的末期。经欧洲商人的帮助，他终于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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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沿海的上川岛登陆。但他在成功地进人中国内地之前，却溘然去世了。

方济各·沙勿略死后，罗马教廷于1619年将其列入真福品，1622年又与依钠爵·罗耀拉同

时被列入圣品．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 1V，1740—1758年)封他为从好望角到远东传教

的主保圣人，教皇庇护十世(Pius X，1903—1914年)又封他为传教区的主保圣人。他生前历

尽劫难，死后却名垂传教史。

方济各·沙勿略在欧洲学习和在远东的传教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相关阶段。①

1506—1512年问，方济各·沙勿略主要是与其家人，特别是与其两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

是生活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实际上是操巴斯克语，但却具有阿尔卑斯山的那种豪爽和英勇

善战的性格。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钦命远航时，其水手绝大部分就是巴斯克人。方

济各·沙勿略家族是纳瓦拉的望族。由于纳瓦拉地区的历史变迁非常复杂，历史上既曾被穆斯林

占领过，又曾臣服过法兰克王国，也曾处于阿拉贡人的统治之下，还曾被划归法国版图，1515

年被卡斯蒂利亚王国兼并。1833年才被完全归并于西班牙。1479年之后，阿拉贡王国名义上已

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但实际上仍保持着议会与内阁的独立运作。所以，当方济各·沙勿略诞

生时，纳瓦拉实际是依然属于阿拉贡或卡斯蒂利亚王国，而不是西班牙。其父丰-若望曾先后出

任该王国的财政大臣，总参谋长和内阁总理。由于其父与当地的另一门望族阿斯比克家族联姻，

故而其势力非常强盛。方济各·沙勿略的两个哥哥都是武功卓著的军人。他自己却于1525年决

定到巴黎求学，从而走上了传播福音的道路。

1525—1533年。主要是方济各·沙勿略在巴黎求学的阶段。方济各·沙勿略远涉巴黎之后，

便首先在巴黎大学学习。他在那里有幸与耶稣会的教祖依纳爵·罗耀位成为同窗好友，并且很快

成为其虔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他们诸同学中的另一位是法国宗教改革的主要领袖之一——加尔

文教派的创始人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方济各·沙勿略在1540年之前，基本上

是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圣保禄修院度过的，从而奠定了他终生的志愿方向。

1540—1541年间，方济各·沙勿略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若望三世国王宫廷中度过的。他

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召对。王室委托他每周至少为3岁的小王子举行一次告解神工礼仪。他虽在

那里备受国王关怀，却必须准备赴印度去了。

1541年，他接到了教皇的谕旨，任命他为教皇出使东方的大使。教皇同时致信红海、波斯

湾、太平洋岛屿、果阿和塞俄比亚的统治者，要求给予他特别庇护。国王也于他启程前再次召见

他。4月7日，方济各·沙勿略在他35岁生日的时候，终于启程赴印度去了。他于1542年到达

印度．其后便活动于印度和锡兰，1545年在摩罗岛，1547年又到达亚齐，1548—1549年间在果

阿并出任修院院长，1549年春天到达满刺加，他于1549—1550年在日本的鹿儿岛，甚至还会见

日本天皇和丰后王。

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绕道新加坡赴华，于1552年8月间到达广东海岸的上川岛之后，

由于无人能把他从那里带到150公里以外的广州，故而只好在上川岛的半山坡中搭草棚而临时楱

身。有一个中国商人，曾索要价值200圆的胡椒，答应将他带到广州。但那个中国人后来又将要

价增至350圆，而且再次约定8天之后来接他。但直到11月19日，那个中国人又爽约，不再理

会他了。他由于无法从上川岛进人中国内地，故而重新计划于冬季转道遏罗，然后随暹罗入华朝

贡使赴中国，再于中国内地等待葡萄牙赴华使节的到达，依靠官方的干预而在华布道。方济各·

沙勿略却于此期间发高烧，沉疴不起，最终于1552年12月3日，星期六，清晨两点钟时魂归天

国了。

①以下资辩均取自德国学者许霞汪(Ge唱Seh-,hammer)：‘沙勿略传>，德国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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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53—1554年间，是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碾转安葬的时期。方济各·沙勿略逝世后，

当时尚留在上川岛上的葡萄牙人感到极其痛苦。第二天，他们便按照中国的方式，把他装殓入

棺．并将4袋生石灰填入棺中以防腐，然后被安葬在海边空地。一切后事均由其忠实的仆人安东

尼负责操办。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在上川岛安葬两个半月之后，于2月17日被葡萄牙人乘船

运灵赴印度。运尸船于3月22日到达满刺加，沿途受到了信徒们的虔诚迎灵，特别还形成了方

济各·沙勿略尸体不败不朽并散发异香的神话般传说。

三 继方济各·沙勿略之后，耶稣会士大举入华

16—17世纪，正值中国的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和大变革之中。此时

的欧洲殖民列强也越来越毫无节制地为瓜分海外殖民地，并为开辟海外市场而激烈争夺，残酷地

掠夺和剥削非洲和美洲大批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触角很快也延伸到了印度、西亚、南亚和东南亚

的国家与地区，甚至也在想方设法地叩开中国的大门。他们一方面实行“炮舰政策”，直接出兵

掠夺当时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和人民；同时又利用攻心战术这一手，在思想和文化方面

进行渗透，“传教”或“福音化”就成了他们得心应手的策略。基督宗教各修会和传教会的海外

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

方济各·沙勿略未能实现其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的美梦，但他毕竟是闯进了中国的门户，为

其后来者开辟了道路。耶稣会士们继他之后，便大举人华，开创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第3次

高潮。

事实上，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是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创建于巴黎，于

1540年由教皇保罗三世(PaulⅢ，1534—1549年在位)批准．直至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16ment

X1V，1769—1774年在位>于1773年7月21日颁布教皇谕旨，宣布解散耶稣会为止，入华耶

稣会士们在中国创建的耶稣会传教区被称为“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区”。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

(PiuⅦ，1800—1823年在位)又宣布恢复耶稣会，耶稣会士们重新入华了，主要活动地区是北

京、直隶与江南、上海。本文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属于“耶稣会早期在华传教区”。

(一)人华耶稣会士们的国籍或籍贯及其所操语言

法国原入华耶稣会士汉学家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统计，⋯在1552—

1800年间。人华耶稣会士(其中有少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澳门人)975人(分编为920个

号)。这些传教士们主要来自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拉丁文化圈的国家，也有少数来

自德国、荷兰、爱尔兰、奥地利等日耳曼文化圈的人，也有少数来自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圈的

人。还有极少数来自东欧的立陶苑、波希米亚(捷克)、波兰等斯拉夫文化圈国家和地区。

据法国学者迪岱B120一26统计，在“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区”中，从耶稣会士们所操的语

言(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国籍)方面来划分，大致情况如下：

操葡萄牙语的神父和修士有372人，其中有少数中国澳门人或中葡混血儿，也有几名来自葡

萄牙殖民地的人。

操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语)的传教士28人。其中有几名是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人。

操意大利语的传教士有107人，其中包括当时尚属于热那亚王国的科西嘉人(科西嘉后来

归属法国)。

操法语的人华耶稣会士168人，其中包括法国南部操两种方言的萨瓦人和瓦隆人。

操日耳曼语(德语)的入华耶稣会士有50名，其中包括某些从东欧和中欧出发的操德语的

传教士。

操佛拉芒语或荷兰语人华耶稣会士有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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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斯拉夫语的入华耶稣会士有12名，大多数为波兰人。

操英语的入华耶稣会士只有3人，其中包括一名爱尔兰人。

耶稣会士中有40名中国血统的人，大部分为助理修士，至少有4名是澳门葡萄牙混血儿。

有10名人华耶稣会士除了操其母语之外，还会讲另一种亚洲语言。如越南语、日本语和朝

鲜语等。他们的国籍比较复杂。很难作出唯一断定。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远没有葡萄牙人多，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和欧洲的影响都比

较大。从时代上来划分，他们的人数大致如下：

在康熙皇帝(1662年2月18日)之前，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的人数继葡萄牙人(136人)和

意大利人(50人)之后，位居第3(26人)。在康熙时代(1662年2月18日一1723年2月5

日)，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跃居第2位(90人)，仅名列葡萄牙(118人)之后。到雍正时

代(1723年2月5日一1736年2月12日)，由于教案的影响，法国人华耶稣会士退居第3位，

仅剩下7人，葡萄牙人也只有17人，而中国人却占了首位(20人)。在乾隆时代(1736年2月

12日一1796年2月8日)，法国的人数又上升为第2位(34人)，位居葡(66人)人之后。葡

萄牙人在中国澳门活动者居多，再加上“保教权”的庇护，其人数始终名列前茅，但其学术成

就和影响，却远不如法国人那样显著o[H瑚一柳

但是，法国传教士在清朝政府居官者却甚少，这又与他们的学术地位、。科学家”和“数学

家”的尊号与名望不成正比。

清朝的钦天监监正一职，似乎是专为人华传教士们设置的，它始终是人华耶稣会士所觊觎和

向往的最高官位。从1644年到1805年的160多年间，共有11位入华耶稣会士先后出任此职。

但非常奇怪的是其中竟然没有一名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尽管法国人华耶稣会士中有不少优秀的数

学家和天文学家，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年)；甚至还有多位被誉为法国“国王

的数学家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却占有4名：傅作霖(F·de Rocha，1774—1781年出任)、高慎

思(J·d’Espinha。1781—1788年出任)、安宁国(A·Rodrigues。?一1796年出任)和索德超

(J．B de Almeida，17797—1805年出任)，德国人占4位：汤若望(Adam Schall，1644—1666

年出任)、庞嘉宾(K·Castner，17077—1709年出任)、纪理安(K·Stumpf，1711—1720年出

任)、戴进贤(I·K砖gler，1717—1746年出任)；比利时人一名：南怀仁(F·Verbiest，1669—

1688年出任)；意大利人一名：闵明我(F·Grimaldi，1688—1707或1709年出任)；奥地利人

一名：刘松龄(A·von Hallerstein，1746—1774年出任)。

在清朝政府于1644—1779年任命的23名由耶稣会士出任的二至六品官吏中，葡萄牙人华耶

稣会士占7名，意大利人占5名，德国人占4名，奥地利人两名，波兰一名，波希米亚人一名，

比利时人一名。法国人实际上被封官的却只有贺清泰(touis Poirot，1735—1813年)一人，他

于1793年8月19日被任命为这批人中官阶最卑微的六品官。此外，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张诚(J⋯F C,erbillon，1654—1707年)于1688年在谈判中俄尼布楚条约时，被任命为清政府的官
吏。一俟谈判完毕，他也就不再是大清王朝的官吏了。

葡萄牙人索德超(J·B·de Alemeida，1728—1805年)，可能是于1779年居官，他于1793

年8月19日作为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首席翻译，而被乾隆敕封为三品官。

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年)，于1650年被顺治皇帝敕封为官吏。

意大利人利类思(F·L·Buglio，1606—1682年)，于1644年任官。

意大利人郎士宁(G·Castiglione，1688—1766年)，于1750年被康熙敕封为三品官。

德国人苏纳(B·Diestel，1623—1660年)，于1660年被顺治皇帝敕封为三品官。

葡萄牙人高慎思(J·d’Espinha，1722—1788年)，被乾隆皇帝于1756年敕封为四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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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鲍友管(A·Gogeisl，1701—1771年)，于1746年被乾隆皇帝敕封为官。

意大利人闵明我(C·一F·Grimaldi，1639—1712年)，于1688年被乾隆皇帝敕封为官。

奥地利人刘松龄(A·von Halleratein，1703—1774年)，于1753年5月5日被康熙皇帝敕封

为三品官。

奥地利人瞿安德(A-Koffler，1603—1652年)，于1646年左右被封为官吏。

德国人戴进贤(I·‰gler，1680—1746年)，于1725年被敕封为官。
葡萄牙人安文思(G·de Magalhaes，161 1—1677年)，于1644年被任命为官。

意大利人潘廷璋(G·Panzi，1734—1812年)，曾任六品官。

葡萄牙人徐懋德(A·Pereira，1689—1743年)，于1727年居官。

法国人贺清泰(L·Poirot，1735—1813年)，于1793年8月19 El被康熙皇帝敕封为六

品官。

葡萄牙人傅作霖(F61ix da Rocha，1713—1781年)，于1755年被乾隆皇帝敕封为二品或三

品官。

葡萄牙人安国宁(A·Rodrigues，1729—1796年)，于1793年8月19日被乾隆皇帝敕封为

三品官。

意大利人毕方济(F·Sambiasi，1582—1649年)，于1647年居官。

德国人汤若望(Adam Sehall，1592—1666年)，于1645年居官。

波希米亚人艾启蒙(I．Siehelbarth，1708—1780年)，于1777年被康熙皇帝任命为官。

比利时人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年)，最早于1678年被康熙皇帝敕封为二

品官。⋯3廿。¨

这种比例，与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科学文化素质及其影响、中国皇帝以及各级官吏对

于法国传教士们的器重都很不相匹配。其原因何在呢?既然与法国传教士们科技文化水平无关，

那就很可能应该到葡萄牙的保教权、法国对葡萄牙保教权的抵制、教廷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方面寻找原因了。

由于葡萄牙的保教权，17世纪末之前人华传教士们的名字都有点被“葡萄牙语化了”。直到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耶稣会士“大举”入华(1698年)为止，葡萄牙语始终是中国传教区的

“官方语言”。除了西班牙之外，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中，其他西方语言已基本上不使用，甚至

包括法语和意大利语，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入华传教士人数比较多。1605年，利玛窦在致信其罗

马教友们时还曾写道：

“意大利语使我感到了很陌生，我已经有30多年不再讲它了。如果我能够向你们用汉语、

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交谈，那会更要容易得多。”①

在大批卢西塔尼西亚传教士们的支持下，中国传教区中广泛使用葡萄牙语的习惯，一直持续

到中国早期耶稣会传教区末期。教会的语言拉丁语在口语交往中，却似乎成了一种“死语言”。

当时不同国家耶稣会士们之间的交往都是葡萄牙语。继使用葡萄牙语的阶段之后，传教士们才开

始大量使用拉丁语。拉丁文变得只在向罗马教廷、耶稣会总会和欧洲某些国家宫廷写报告时，才

被人华耶稣会士们使用。拉丁文从16世纪起，便具有了一种“法律”特征。如利玛窦便用意大

利文致信耶稣会总会长阿瓜维瓦(Aequaviva)，而又用葡萄牙文致信范礼安(Alexandre Vilig—

llano，1539—1606年)。他有关中国的年度书简，却于事后被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然后便以

<年度书简> (Letterae Annuae)的标题在欧洲天主教国家中发行。龙华民(N·Longobardo，

①石省三为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所写的序。巴黎197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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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1655年)的书简集《中华大帝国新观》 (Recentissima de amplissimo Regno Chinae)于

1598年用拉丁文出版，它只于1601年出版过一个法译本，从未出版过佛拉芒文本和德文本。甚

至在安特卫普，此书也是直接用拉丁文本出版的。【2埘

另外还有一个谜，即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原本是利氏用意大利文写成的，金民

阁却拒绝用意大利文出版此书，而是将它翻译、修订并润色为拉丁文和法文本出版。这一方面可

能为了荷兰的佛拉芒语和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知识大众阅读，但其中也很有可能是利玛窦的意

大利文本并不令人满意。正如石省三所指出的那样：

“金尼阁在翻译和刊布利玛窦的日记时，明显提高了这部著作的文献质量。事实上，利玛窦

是于1608年开始撰写其日记的，也就是在他离开意大利的30年之后，因而他很久以来就不使用

其母语了。”①

此外，17世纪中国传教区的一部基础著作——由柏应理(P·Couplet，1624—1693年)、恩

理格(C·Herdtrich，1625—1684年)和殷铎泽(F·Intorcetta，1626—1696年)所著的《中国

的哲家孔夫子>(1662年)，也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因为它是供欧洲学术界阅读的。其法文译本

的标题改为<中国的学术或孔夫子的书》(1688年)。但在这个时代，拉丁文在中国传教区中替

代葡萄牙文而占据优势。

到18世纪时，拉丁文在中国传教区中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了，法语的地位飙升。这既与来自

意大利和中欧的传教士人数的减少有关，又与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高潮密切相关。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在开始时很少。操法语的两位早期人华耶稣会士之一金尼阁实际上

是佛拉芒人，当时该地区隶属于西班牙国王，很难完全把他作为法国人。罗历山(A]exandre de

Rhode，1593—1660年)是犹太人血统，当时是阿维尼翁人，是教皇国的公民，而不是法国国王

的臣民。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是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远东派遣的科学传教区而开始的。

在“启蒙时代”，大部分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作品都是采用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晷aux，1636—1711年，古典语言原则的坚持者)和沃热拉(Claude Favre．Seigneur de

Vaugelas。1585—1650年，语法学家，上流社会文学语言标准化的倡导者)式的古典法国雅语。

法国人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在路易十四时代，与中国礼仪之争密切相关，并且还得到了迅

速发展。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1696年)《耶稣会士书简集》(34卷，1702—1776年)、《中

华帝国全志》(4卷，1735年)、宋君荣的《成吉思汗及其中国的继承者大清王朝史>(1728

年)、冯秉正的《中国通史》(1777—1785年)等，都是法国人华耶稣会士们的代表作，也是西

方汉学的奠基性著作，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性著作。所以，17一18世纪，“法国现象”似乎

就成了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一大特征。事实上，此时的欧洲在华传教区根据其所使用的语言而分成

了两派。以法国人华耶稣会士为主的北京北堂的耶稣会士们，几乎只用法语写作，而且他们也不

再经里斯本的海路入华了，他们甚至还在设法开辟途经莫斯科的陆路与欧洲联系。以葡萄牙人为

主的东堂耶稣会士则主要使用葡萄牙语。入华传教士们的墓地也因语言不同而分成了3个墓园。

“葡萄牙墓园”，即为北京栅栏墓园，尽管此地原来是由明朝皇帝赐葬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

法国传教士的“墓园”便设在京师西郊的正福寺。意大利墓园则位于距葡萄牙墓园一街之隔的

地方。

语言、著作、教堂、墓园，这一切都反映了欧洲不同国家人华耶稣会士们之间的竞争。

由于多种原因，法国在中国耶稣会传教区中，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法国进入中国舞台的

时间似乎较晚了。1664年，由于法国创建了欧洲的第4个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它

①石省三为利玛赛‘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所写的序，巴黎197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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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派遣船舶赴广州。在路易十四执政之前，远东几乎没有法国耶稣会士的身影。但到17世

纪下半叶，法国人华耶稣会士却骤然间飞速增加，达到68名，甚至超过了同时代葡萄牙入华耶

稣会士的人数。从路易十四的整个执政期到奥尔良公爵摄政期(1715—1723年)，在中国呈现了

一个“法国传教区的时代”。从路易十五(1715—1774年)执政期到“启蒙时代”之末，法国

人华耶稣会士的数量，略高于17世纪初叶。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路易十四的财务总监和国务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m

Colbert，1619—1685年)的力争。他曾想让入华耶稣会士们把他们的天文、地图、水利和欧洲

之外文明的知识，充作一种联络媒介。当柯尔贝尔于1685年逝世后，耶稣会士们被派往中国，

是为了在那里从事天文观察。以补充法国科学院在法国获得的观察结果。正是为此目的，克莱芒

学院的数学教授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年)。经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卢瓦侯爵

(Marquis de Loucvois，1639—1691年)选中，被派往逞罗与中国去充任法国国王的代表。他于

1685年3月3日乘“猎禽”号船从布雷斯特出发。同行者有白晋(J·Bouvet，1656—1730年)、

刘应(C·VisdelOU，1656—1737年)、张诚(J·№rbiUon，1654—1707年)、李明(L·DD
·Le Comte，1655—1728年)，这就是著名的6位“国王的数学家”入华耶稣会士。他们于1688

年2月8日到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召对。康熙下令让张诚与白晋留在自己身边工作．让其他

人自由地赴中国各省布道。1693年，清朝皇帝派遣白晋赴巴黎，以携归新的传教士。在此之前，

由柯尔贝尔于1664年创建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未曾派遣过任何船舶赴中国，当时法国东印度公司

的经理儒尔丹便购买了安菲特利特商船(Amphitrite，海神号)，假托法国国王的钦差御船，于

1699年3月6日自拉罗歇尔港口出发。白晋带去了8位教友，包括雷孝思，马若瑟和巴多明等

人，于1699年10月5日到达广州港，这是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艘商船。安菲特利特号船于1701

年3月7日自路易港二航中国时，又带去9名耶稣会士。法国官船驶华，是对葡萄牙“保教权”

的一种挑战，路易十四成了敢于公开对抗这种。保教权”的天主教君主。这就使法葡之间的关

系日趋紧张。从1700年1月3日起，耶稣会总会长贡萨雷斯(Thyrse Gonzalez)将副省会长的权

力移交给了法国耶稣会士张诚，以管理所有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从此之后，法国在华耶稣会传

教区与葡萄牙在华传教区彻底分道扬镳了。

在依纳爵·罗耀拉于1556年7月31日逝世时，耶稣会共包括1000多名会士。可是到1580

年左右，耶稣会士的人数已过5000人，到1615年，其入数已经猛涨到13000多人①。耶稣会的

这种迅速发展，这是在埃维拉尔·麦尔库里安(Everard Mercurian)任总会长期间，向“两条道

路”派遣巡案使而促成的。一路是派巡案使若望·德·拉·普拉扎(Juan de La Plaza)，去巡视

葡萄牙在拉美行使“保教权”的地区墨西哥和秘鲁；另一路是派遣范礼安赴亚洲葡萄牙的“保

教权”地区巡视。范礼安在一次巡视中，就带去40名耶稣会士。从1580到1773年解散耶稣会

为止。在所有定期航线上的葡萄牙船舶中，都载有耶稣会士。所以，从16世纪末直到18世纪

末。有三分之一的耶稣会士为葡萄牙人。葡萄牙航船载运到远东的两大名人，其一是方济各·沙

勿略，逝世于上川岛；其二就是《卢西塔尼亚之歌》(Lusiades)的作者卡蒙斯(Luis de Camoens，

1524—1580年)，被截留于澳门。早期葡萄牙定期航班船舶运往远东的传教士，有半数停留在印度。

但随着中国大陆和澳门传教区的发展，印度逐渐仅仅变成了赴中国、日本、满刺加和马鲁古群岛的

传教士们的—个转运大站。但继17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年代之后，由于荷兰人的存在，葡萄牙船舶

渡过满刺加海峡变得很危险了。澳门便形成了葡萄牙定期航班的终点站。【2Ⅲ邙

葡萄牙的贝拉省(Beira)是三分之一以上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故乡，甚至在16—18世纪期

①‘神修辞典>(Dictionnaire de sp试岫l雌)，。耶稣会士”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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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还在逐渐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天主教改革的重镇——科英布拉(CoI'mbre)大学的存在。科英

布拉大学从1537年起自里斯本迁至科因布拉之后，那里便成了葡萄牙的文化中心。耶稣会士们

在乘船出发之前，都要在那里度过1—2年的学习时间，甚至还要举行宣誓仪式。

里斯本是四分之一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故乡，因为卢西塔尼亚的这个大港口是赴远方的传教

士们的最大必经港口。他们有时要在那里等待数月，及至数年才能轮到在出航的葡萄牙船舶上得

到一个舱位。葡萄牙各地或中欧的传教士们，也都经陆路或海路到达那里，以等待合适时机出

发。耶稣会被解散后，耶稣会士们又曾被关押在那里的阿儒达堡监狱中。

随着葡萄牙的衰落，大西洋中的小岛马德拉和亚速尔，又为中国传教区转运来了多名葡国耶

稣会士，如葡萄牙的鄂本笃等人。

在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合并期间(1580—1640年)，西班牙人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还比较多。

但从总体上讲，西班牙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区中只占5％的比例。但自麦哲伦于1521年发现菲

律宾之后，马尼拉既成了耶稣会士们的一个避难中心，又是一个挑起争议的策源地。在中国和日

本受教案牵涉的传教士们，都前往那里避难。1619年，在那里创建了圣多玛教皇大学，它始终

反对耶稣会士们倡导的对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并极力挑起各修会之间的纠纷。

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们有一个光辉的开端，他们曾通过里斯本而向中国派遣了100多名耶稣

会士，于16世纪末是从利玛蜜到卫匡国。17世纪上半叶，是意大利中国传教区的鼎盛时代。当

时意大利的人华耶稣会士主要来自该岛的西北地带。

在1600—1650年间，主要有彼埃蒙特、伦巴第、萨瓦、热那亚和尼斯。但这些地区当时仅

仅在名义上属于意大利国。当时从属于意大利的某些岛屿，如科西嘉、萨丁岛和西西里岛出发入华

的耶稣会士人数不少。教皇国和意大利东北地区的入华耶稣会士人数始终比较少。利玛窦却出生在

亚得里亚海岸教皇国领土上的马切拉塔，卫匡国诞生在特兰托。中国“文化适应”政策的首倡者是

意大利人。中国“礼仪之争”在巴黎爆发之前，这场争论在意大利就已经酝酿很久了。【2m埘

佛拉芒血统的入华耶稣会士人数不多，但却成了对荷兰勃勃雄心的一种制衡力量。众所周

知，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与16世纪使七省的荷兰人脱离了西班牙王国。同时也独立于天主教传教

区。西班牙子1648年才根据蒙斯特条约而承认了“联合省”(荷兰)的独立，同时又禁止国人

在印度与荷兰人作交易。当时与西班牙人关系密切的葡萄牙也利用“保教权”而限制荷兰人。

那些选择赴中国的佛拉芒传教士，大都为操法语者。如上文提到的杜埃人金尼阁和诞生于佛兰德

西部彼特海姆的南怀仁。南怀仁本来精熟法语，但他在致书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时。却故弄玄

虚地用佛拉芒文书写，以使葡萄牙人安文思(G·de Magalha爸a，161 1—1677年)无法看懂这封

有关大清“钦天监”的书简内容。因为安文恩认为，南怀仁支持北京观象台，实与其宗教人士

的身份不相容。至于佛兰德那慕尔的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他却完全融人的

北京的法国传教区了。荷兰耶稣会士的人数自1670年后便锐减，则有多方面的致因。一方面是

出自北方总铎府的传教士，从此之后都被算作法国人了。另一方面是由于荷兰的许多地区被法国

占领，比利时的政局又不稳定。这就是佛拉芒人华传教士人少的原因。

来自欧洲中部国家的人华耶稣会士人数也很少，但他们却高度地忠诚于葡萄牙的保教权。他

们从17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其人数倾向于逐渐地增加。他们的总人数要比佛拉芒人多近两

倍。德语国家提供了较大比例的传教士，其中不乏有汤若望这样的著名耶稣会士。中国礼仪之

争，更刺激了那些在半基督新教和半天主教地区大城市中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思想。如慕尼黑、

雷根斯堡、科伦和科布伦茨。相反，在路德派信徒占优势的地区，却很少有耶鲰会士。如斯特拉

斯堡与汉堡等地。由加尔文派信徒占优势的瑞士，只向中国提供过数名耶稣会士，大都为钟表

匠。如林济各(Franz Stadlin，1658—1740年)，他在北京度过30年，是钟表专家和自动机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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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此外还有何纳爵(Walter Ignazio de Monte，1612—1680年)与徐日异(Nikolaus Fiva,

1609—1640年)。出自当时属于哈布斯堡帝国(Habsbourg，今属奥地利)领地的传教士数目，

与出自德语国家的人数基本旗鼓相当。在书简和刊本著作中，这些人均被称为“奥地利人”，实

际上他们却是中部欧洲日耳曼语地区的人。

波兰的耶稣会士们也在中国留下了几位名人，如穆尼阁(J·N·Smogttleeki，1610—1656

年)和I-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年)。波兰是天主教重新征服的一个堡塞，那里有许

多耶稣会士申请赴远东，但遭耶稣会本身拒绝者甚多。据在克拉科夫耶稣会档案馆的统计，在

1649—1722年之间，共有61名申请人遭拒【3】。因为耶稣会总会长们，更喜欢让波兰传教士们于

其周边国家布道。经过1710年的大瘟疫之后，波兰传教士们的精力都消耗在救助病人的繁重工

作中了。此外，当时的交通运输代价昂贵，波兰又不具备任何海上交通的手段。中国传教区的候

选人都必须首先赶到里斯本，需要穿越整个欧洲。如若取海路赴华，那么他们就必须一丝不苟地

遵守葡萄牙的保教权。波兰王国的领土于17世纪上半叶一直扩张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波兰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创办了一座耶稣会大学。基辅与斯摩棱斯克(Smolensk，现属俄罗斯)

于1667年成为波兰的领土，这两个城市成了波兰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出发地。有许多所谓的“波

兰”入华耶稣会士，实际上是立陶宛人或者是现已属于俄罗斯的毗邻城市的人。

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中，也会接受亚洲人晋铎并加入耶稣会。这其中也曾经历过不少波折。

1563年的特兰托第23届主教会议发表的第18号教谕，要求每个教区都要拥有一所教会学校或

一座修院，而且在传教区国也不例外。当耶稣会士们进人中国时，有的人仍坚持教廷敌视中国人

的或种族歧视的偏见，但利玛窦和罗明坚却主张由中国人归化中国人，并简化由特兰托主教会议

制订的布道方法。他们并不等待由小修院来缓慢地培养中国耶稣会士，而是在文士中直接招募有

德之司铎，并允许他们用中文作祈祷、弥撒、唱日课经和举行圣事。利玛窦在1590年于其初修院

中接受了钟鸣仁(S·Fernandez，1562—1621年)和黄明沙(Martines Houang，1570．9—1606年)。

该修院于1608年又接受了8名中国修士，于1634年接受了17名，于1700年接受了30

名【4]。但这些初修院修士最终也只能是助理修士，从未被晋铎。范奉L安在澳门初修院中接受中国

初修生，其条件是他们永远不觊觎司铎位【5】。．当时正在杭州的金尼阁曾请求罗马允许他们用汉语

作礼拜。此后经过许多曲折，教廷传信部仍采纳了支持传统布道方法的立场，拒绝了用汉语作礼

拜和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想法。

据亚历山大·布鲁(Alexandre Brou)的统计，18世纪初叶时(康熙时代)，在华天主教传

教士人员的阵容大致如下：

当时共有30万中国基督徒。在117名欧洲司铎中，有59名耶稣会士，29名方济各会士、8

名多明我会士、6名奥斯定会士、15名未参加修会的司铎。

在19世纪初叶(嘉庆时代)的形势如下：

当时共有20万中国基督徒，有30名欧洲司铎，还有80名中国司铎，其中8名是原耶稣

会士。

在18世纪加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中。有四分之一晋铎为耶稣会神父，其他人始终为助理修士，

行使传道员(教经先生)的职能。他们的祖籍城市，在广东省主要是广州市，还有江南的上海，

包括安徽和江苏在内的南京省，包括北京与河北在内的北直隶省，湖广和四川等地。此外，在

18世纪的中国传教区中，还有一些东京湾(北圻)的人，如李良(1．石on Gonzaga，1661一?，后

退出耶稣会)和许方济神父(Francois Xavier Cuinh，1717一1770年)。还有一名朝鲜修士Vin·

cent Cuinh(1578—1626年)。【2]”一鸲

(二)人华耶稣会士们的社会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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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热衷于“上层路线”，侧重于与中国皇帝、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文

人士大夫、知识精英、社会名流们打交道。这其中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由他们自己的社

会出身所决定。入华耶稣会士中有许多人出身于贵族，包括穿长袍贵族(官僚贵族)和佩剑贵

族(军人贵族)。据迪岱先生统计，现在至少可以复原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247位神父与修士们

的社会出身，其中有“位是贵族出身‘2瑚。

衰l 出生于贵族的入华耶稣会士

大贵族 农林小贵族、乡绅 金融寡头

1582—1610薤 5 l 3

1610—1700年 7 15 6

1700—1776年 6 17 4

总计 18 33 13

在法国旧制度时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王朝)的社会中，贵族出身者共代表耶稣会成员

的四分之一。依纳爵·罗耀拉系乡绅出身，他模拟军事组织而创建了耶稣会(耶稣连队或耶稣

军)，其目的本来就是“为基督而战”。依纳爵·罗耀拉对传教士们的精神训练，始终与训练骑

士和军人一样。

依纳爵·罗耀拉的弟子中，有一半出身于中产阶级(市民有产阶级)。在法国入华耶稣会士

中，有2l位出身大学学界，有16位出身于医生家庭(有的还是国王御医)。依纳爵·罗耀拉的

弟子们特别喜欢与欧洲大学交往，特别是由天主教改革而在那些“令人质疑的”地区建立的几

所大学(杜埃、格拉兹或英格尔斯塔特)中，耶稣会士的先驱们讲授的是介于文艺复兴与17世

纪上半叶之间的知识。

17世纪时。市民知识界向中国传教区提供高水平的科学，主要是以来自意大利和中欧的传

教士所代表。启蒙时代的大部分法国耶稣会士均出身于法律界，他们本人也往往是法律专家。如

张诚曾任法国国王的谋士．刘迪我(Jacques Le Faure)曾任巴黎议会的参议员，鲁日满

(Frangoia de Rougemont，1624—1676年)曾是默兹省的航海巡视员，其中有许多又是与有产市

民阶级(中产阶级)联姻的乡绅，如汤执中(Pierre d’Inearvile，1706—1757年)。

在中国传教区的247名耶稣会士中，有134名出身于中产阶级(有产市民阶级)，包括公证

人、大学教授、药剂师等。在1582—1776年间，出身于议员界的法国人华耶稣会士就有22人。

根据迪岱先生的统计，欧洲各地中产阶级的人华耶稣会士人数大致如下表口瑚。3：

表2 伊比利亚半岛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入华耶稣会士(35套完整档案卡片)

无确指的中产阶级 大学 法官、法律与行政专家 医师、外科医生、药剂师 商贾、船东

1582—1610年 1 l 2

1610—1700正 4 3 6 3 2

1700—1776正 5 l 3 2 2

总计 10 5 ll 5 4

表3 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共包括24套档案卡片)

中产阶级 大学 法官与市政府 医师与外科医生 商贾、船东

1582—1610矩 3 2

1610—1700矩 3 4 3 l 2

1700—1776年 2 l 3

总计 5 8 6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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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来自中部欧洲、德国和荷兰的入华耶稣会士(13套完整档案卡片)

中产阶级 大学 官府非贵族城市精英 商贾、批发商

1582—1610焦 l

1610—1700笼 1 1 2 2

1700—1776年 2 2 2

总计 3 l 5 4

表5 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法国耶稣会士(包括62套完整档案图片)

中产阶级 大学 法官 医师、外科医生、药剂师 商贾、批发商

1582—1610莅

1610—1700芷 14 3 4 4 l

1700—1776正 16 4 9 5 2

总计 30 7 13 9 3

出身于平民的人华耶稣会士人数很少。在入华耶稣会士中，有些手工业匠人出身的人。在我

们可以查清其社会出身的247名耶稣会士中，出身于平民者只有27名，包括手工业匠人出身者

(18人)，耕农出身者4名，海员和士兵出身者共5人。具体统计数字见下表‘2m：

表6 出身于平民的入华耶稣会士

手工业钟表匠、法郎匠、机械艺术、食品业 耕农 海员士兵

1582—1610焦 2 l

1610—1700在 12 2 2

1700—1776矩 6 2

总计 18 4 5

当然，我们也不应认为耶稣会只从中产阶级和贵族出身的人员中征募会士，也可能是由于这

些人被提及的机会多一些。

由此看来，16—18世纪的人华耶稣会士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中上层社会出身的人。这样一

来，他们在中国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注重科学文化与艺术事业、采纳“中国文化适应政策”

的桩桩件件行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结 论

正是由于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这种社会与文化背景，所以他们才清楚地洞悉到，基督宗教文化

绝对不会在中国完全取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更不可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彻底消灭本土文化。因

此，由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首创，又由金尼阁和南怀仁等人继承和发展的“中国文化适应

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至少是可以使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华得以立足了。入华耶稣会士们也

只好暂时“淡化”他们的传教活动，而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化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他们通

过炫耀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鼓吹西方宗教的先进性；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而得以在中国社会精

英中赢得好感，进而在社会大众中扎根。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未被“福音化”或“基督宗教

化”，而是入华耶稣会士们完全被“中国化”的奇特现象。

人华耶稣会士们把欧洲的某些近代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化艺术、治国理念、民俗精粹、

宗教文化都逐渐地和不完整地传入了中国。当然，耶稣会士们为了突显基督宗教和西方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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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性”，也有自我吹嘘之嫌，不实之词甚为多见。他们自己也在中国从事了许多属于近代文

化科技范围内的事情，如天文观察、地图测绘、数术计算、建筑工程(圆明园)、史学研究与翻

译、解剖学与手术、西洋绘画、汉语拼音化(《西儒耳目资》)、动植物的调研与互相引进、对西

方哲学巨擘著述的介绍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掀起了西学在中国的首次传播高潮。

人华耶稣会士们也把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全面地而又比较系统地传人了西方。

他们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取舍的。他们特别是把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中国其他的本土文化

或早期传人中国并已被同化的文化，传人了西方。他们不辞辛苦地翻译《四书》《五经》和其他

儒释道经典、中医中药、中国艺术、工艺、农产品及农业工具、典章制度、宫廷和官府组成、民

生、民俗、山川地貌、历史纪年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其中最重要者，应首推中国的历史纪年或者

是中国的古老历史。因为按照基督宗教的历史观，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应该包括在《圣经》中了，

而且只能以《圣经》纪年做为人类历史的纪年。但中国的历史之悠久程度却要远远地超过了

《圣经》中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圣经》中认为是“上帝造人”的时代，中国不仅早就有人类

居住了，而且已有了几个朝代的历史。由此而彻底推翻了基督宗教的历史观，形成了一种“前

亚当人类”论。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在法国被编辑成几大部国外中国学基础著作。正是由

于人华耶稣会士们的介绍，才于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文化学术界、贵夫人们的沙龙

中、商贾圈子，甚至是某些王宫中，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热”风潮。当然，这种“中国

热”可能是人为所致，许多认知都是在误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学术界朦胧地形成的形形色

色的所谓“中国形象”。其实都是为了本国国内斗争的需要，各取所需地拼凑成的，距中国的实

际相去甚殊。有心打鬼，借助钟馗，中国却成了西方国内反腐朽体制、反中世纪之羁绊的钟馗。

当然，入华耶稣会士们长期生活在中国，与中国各界人士都有密切而又频繁的接触。他们之

中的很多人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都充满友好感情。有许多人华耶稣会士在中国长期工

作。最终客死于中国。永远地安眠在中国的大地上。这与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或者是那些唯利

是图的商客们都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分别用欧文和汉文著书立说，向欧洲介绍中国，

又向中国介绍欧洲。在当时东西方交通极不便利，信息闭塞和传递缓慢，互相之间极其陌生的历

史条件下，这一切实属不易。他们的著作，形成了国外最早的汉学著作，他们也是沿革至今的西

方汉学家的鼻祖。故而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虽然他们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的，

但他们在16—18世纪所扮演的文化交流的积极而又活跃媒介作用，却是无人能取代的。因此也

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各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员多寡及其成绩大小，都明显地影响了于18世纪在欧洲形成的“中

国热”风潮。这场中国热风潮尤为法国和意大利为甚。葡萄牙虽占有天时、地利与人和，却未

在国内掀起可与法国等国家相媲美的中国文化传播高潮，但也毕竟造成了某种影响。欧洲18世

纪各国的“中国热”、风潮之发展程度，与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多寡及其活动的成就密切相关。

由人华耶稣会士们掀起的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既与欧洲继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前后，迫切

了解和争夺外部世界有关。也与中国明末清初，特别是“康乾盛世”时代的世界目光有关。这

场首次文化撞击的终止，也与西方殖民主义政策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清代趋向于“闭关”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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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hird Peak Christianity Entered into China

to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 Forming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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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Lrst peak Christianity entered into China is Nestorianism in Tang dynasty，the second peak the Franciscan

Order．the third peak missionary from many churches 0f Catholicism taking the Jesuits as the dominant factor．They cam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from the midge and mutllem Latin European countries．They were usually born in the

purple and entered the upper-cla船society in China and practiced‘‘adaptive policy”thmngh associating with Chinese of-

ricers and learned men．They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n China and the West，in which tl】|ey

contributed more to Chinese learning transmitting to the west than to Western learning transmitting to China．Their written

works promoted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 forming in the West．

Key words：Christianity；Nestorianism；the Franciscan Order；the Jesuits；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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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简讯·

4月17日，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中国经济观察》主编的王东京教授主讲“华

大讲堂”第二讲。在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的报告中，王东京教授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

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企稳，估计

到七、八月份会全面回暖，今年中国的GDP达到8％绝对没有问题。

王东京称，中国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现在所讲的中国金融危机主要是指美国、欧洲的金融

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影响中国的出口；二是间接

导致某些出口企业停产倒闭，从而导致就业问题严重；三是大量国际热钱涌人中国，从而引起国

内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那么应当如何应对呢?王东京教授从两个方面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刺激投资，刺激消

费。关于前者，王东京教授提出，政府应当减税，调低增值税，从而保企业，进而保增长，最终

保就业；而关于刺激消费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当适度地提高收入，同时加大扶贫力度。

“华大讲堂”是由我校与泉州市委、市政府联手打造的一个高端学术讲坛，旨在为学校的师

生、泉州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卓有成就的企业家提供最新的理论、观念和信息，也是我校服务地方

社会经济建设，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创新形式。据悉，“华大讲堂”今年将安排6至8场，结合

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邀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形势、两岸关系等方面著名

学者莅临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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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林英.Lin Ying 拂菻僧:关于唐代景教之外的基督教派别入华的一个推测 -世界宗教研究2006,""(2)
    佛菻国使者在唐代曾7次来到长安,学界一直认为这些使节可能来自拜占庭帝国,或是入华传教的景教僧.但是,唐代社会习惯称景教僧为波斯僧,而不

是拂菻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还存在着有意回避拂菻一词的线索.此外,<酉阳杂俎>中由拂菻僧记载的拂菻、波斯植物表现出古希腊药典的行文格式

.本文分析了7世纪前后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纷争、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叙利亚的基督教派别面临的情况,以及唐代拂菻贡品的产地,做出如下推测:拂菻僧

可能是东迁至中亚的叙利亚迈尔凯特派,他们拥护拜占庭帝国和希腊正教,因此才会自称来自拂菻,即当代的罗马帝国.

2.期刊论文 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3)
    本文从几个历史时期介绍中国基督教圣诗的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基督教新教的圣诗.从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的几个时期来看,初期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扬

基督教时,也将西洋文化灌入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所唱的圣诗都是西方译品,而且与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冲突,以致中国人把基督教视为"洋教".此后

,对于怎样用中国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基督教徒真实的宗教情感,中国人做了很多的尝试,走了一条圣诗本色化的道路.

3.学位论文 贾君卿 作为文化符号的“十字架”及其入华之始的特征探析 2010
    “十字”或称“十字形”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在人类最早的祭坛、宗教建筑和祭祀活动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十字架”与“十字符号”之间存在着外形和所指上的关系。作为基督教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十字架”随着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在世界各处的

传播，其形式和所指都承载了一个繁复多元的历史变化过程。正如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在其《世界文化象征词典二》中提到：“在造型简单的象征物

中，它(十字符号)的流传最广，但其重要性绝不仅囿于基督教世界”。2这既表述了十字符号在人类文明中的普遍共有性，却也指出了十字符号的最主要

的象征意义——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含义。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净中“Cross”这一词条——“十字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标志，它关联着耶稣

基督的蒙难、人们从他的受难和死亡中所获得的救赎意义以及基督徒的信仰。因此，十字架既象征了耶稣基督，也是基督徒信仰的象征。在种种仪式中

，十字架这一符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表示信仰、祈祷、奉献或者祝福。3当人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死于“十字”这一刑具之上，十字这个符号便开始承

载其基督教内涵。“十字架”与“十字”之间主要区别之一正在于前者在基督教中的象征意义。十字符号在原始宗教和古代文明中的普遍使用为“十字

架”的最终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十字架”的基督教内涵与“十字”符号的原始宗教意义有着一定的关联。<br>　　

 “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广泛运用及其与各地本土文化的结合，使得“十字架”在样式和象征意义上都经历着变化。但是，所有的十字架变型都是

从四种基本的类型中演变而来的：正十字架、拉丁十字架、“TAU形”十字架和圣安德鲁十字架。对于60种不同的十字架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是本论文的

重点之一，旨在通过十字架的外形变化来看十字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发展和基督教派的演变。<br>　　

 通过观察四组六十种西方的十字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十字架为基督教使用以来，其在西方的发展始终与其在基督教中的含义有所关联。然而在

中国，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十字符号就在中国普遍存在。然而，十字架在中国的出现却是伴随着西方宗教的进入，十字架的

演变和发展也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轨迹相一致。十字架在中国所承载的含义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与基督教教义并无直接的关联。换而言之

，十字架在中国只是基督教使用的一个符号，却不在真正意义上具有殉难、复活、救赎等重要的宗教意义，因此也无法唤起中国人对耶稣基督的爱和同

情。这与十字符号在中国的历史有关，也与基督教入华的传教策略有关。<br>　　

 如同在西方原始文明中一样，十字符号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的象征符号之一，目前出土文物中带有相关十字符号的有：徐州汉画像陈列馆收藏的“十字穿

环”、沂南东汉墓中出土的三枚挂于门阙的十字饰物、出土于甘肃和青海一带的甘青彩陶纹饰、三国孙吴赤乌年间铸有的铁十字和带有十字图案的“带

盖双领罐”等。区分“十字文物”和“十字架文物”需要有学理依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对基督徒和学者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碑文引用

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据笔者分析，碑上的十字架属于西方蓓蕾

十字架发展至聂斯脱利派十字架的变形，且与中国传统的象征—莲花、祥云结合在一起。景教碑上的十字架与以往出土的十字文物之所以有区分：首先

，此十字架完全符合西方基督教普遍使用的希腊十字架特征；其次，景教碑与景教文献所记载之人事相吻；最重要的是十字架在当时已经成为景教用以

传教的与宗教信仰相连的一个象征符号。伴随着景教的传入，十字架真正进入中国是在唐代。目前而言，唐代的景教遗物中带有十字架这一符号的主要

集中在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宣元至本经》经幢、敦煌出土的十字架壁画、新疆高昌故城的十字架遗物等。本论文旨在通过分析和

探讨景教遗物中的十字架，归纳出十字架初入中国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所起到的传教作用。

4.期刊论文 邱树森 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4(5)
    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它在中国的流行曾经有过漫长的历史.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思脱里派(中国称为景教)最早于公元7世纪传入唐代中国,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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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会昌灭佛(845年),在中国流行了二百多年.13世纪初,蒙古兴起后景教和天主教又传入中国,流行了一百多年.但唐元二代传入之基督教最后都湮灭了.研

究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对于了解唐元二代中西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

5.期刊论文 郎晓玲 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文本特点探析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0(1)
    "景教"在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其文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篡用道、佛、儒家词汇;模仿道家与佛家的叙事模式;显示出对异质思想的直接比附与接纳.

6.会议论文 徐好好 中国教堂建筑述略 2003
    尝试对中国教堂建筑史料做简单的归纳,对唐朝基督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以来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进行概述.19世纪中叶以前的教堂建筑按时间顺序

排列;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的选择开埠比较早的沿海城市和内地重镇,按地域以建造时间为序介绍;当代教堂建筑则以温州、汕头和南京为例分

析其特点.

7.学位论文 侯冠辉 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西方医药交流 2006
    大秦景教是西方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聂斯脱利派”，于唐朝贞观七年(公元635年)正式传入我国。由于唐朝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亦

由于景教颇具“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唐会要》四十九卷)等本质特点，与唐朝所奉的国教——道教和所推行的儒家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实践中

又结合我国的国情，认同并奉行忠孝仁义之道，“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所以很快融入唐朝社会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唐太宗敕命为之建寺，允其度僧传教，唐高宗更封其时景教名僧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唐德

宗时又敕立今被称为世界四大名碑之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鼎盛时期，影响遍及全国各地。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诏令灭佛，景教亦未能

免而同遭重创，从此日益衰落，后延至元朝而渐次湮没。

    大秦景教因为素有“以医传道之例”，“固以医学著名”(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教徒亦大多“善医”，所以为中西医药学的交流作出了重要

贡献。景教徒们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大秦诸国及欧洲的医术、尤其是大量药物传到了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中医药学的内涵，也

把我国的中医药学传到了大秦诸国并进而传到了欧洲，为阿拉伯及欧洲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们知道，凡有交流，其内容与意义就不会单纯，正如景教之传，原即假以医道，于是有了医药的交流；而我国接受景教，亦自因辅治本，于是有

了文化的交流。结果必然是互有影响，各得裨益。递次发展，其相知共进之效，自必与日俱增。就此而言，我们今天研究因景教而有的绵延数百年的中

西宗教文化与医药之交流，既有着非凡的史实与史鉴的意义，更有着新的诸多启示与时代意义。

8.期刊论文 虞恕 “入华”与“融华”——比较景教与佛教东渐来华的不同遭遇 -宗教学研究2002,""(1)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必然发生相互激荡。从宗教的观点而官，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两者若想在抽

象的理念信仰之外融入生活，它势必是一种文化，必然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抽象的信仰理念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当地世俗化。基督教自唐代以来有四

次入华传教的经历，即唐朝景教的传播、元朝也里可温教的入华兴衰、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入、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的相继传入。同样是外来

宗教来华，基督教和佛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本文想以佛教初传来华的经历为衬，通过景教与佛教两者不同经历的比较，分析一下基督教(景教)在

唐朝传播最终失败的原因。

9.期刊论文 邱树森 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23(2)
    唐贞观年间,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当时称为景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到唐武宗时,因政府采取"灭佛"政策,景教在中国内地灭绝,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

,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漠北各部中,克烈、乃蛮、汪古各部广泛流行景教.元代,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各部后,景教开始在蒙古部中流传.

10.学位论文 黄子刚 元代基督教研究 2004
    蒙古人以异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创建了元朝.传统的史家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多站在汉民族的立场对其予以贬抑,称这个时期为黑暗时期,以为蒙古人

除了穷兵黩武以外,对于文化方面了无建树,殊不知元代乃是唐代以后文化最绚烂的年代.横跨欧亚大帝国的建立缔造出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

和和文化大交流.蒙古人、西域人、中亚人、西亚人和东欧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汇集中土,中国简直成一座民族大融合的镕炉,各方

文化纷呈,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罕有的文化百花齐放时代.基督教借着这个难得的机遇,借着畅通无阻的中西交通再次传入中国.有元得国,不过百年,但基

督教在统治阶层的支持下却一度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信徒遍及中原、塞北、江南,并修筑了许多教堂,可以说是盛极一时.可惜的是,这种曾经一度流行的宗

教,始终离不开它第一次进入中国时的模式——在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走向衰落,最后随着元顺帝的北走再度在中国的社会上销声匿迹.也里可温(元代基

督教及其教徒的简称)随元帝国的建立而来,亦随蒙元的覆亡而绝迹中国,中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其传播的速度及规模均是历代所不及的.其间也里

可温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不同宗教的相互影响都是极重要的课题.元代的中国基督教宗教如何把"全球化"与"本色化"两个概念妥善处理而

演化成一种具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正是本人论文所希望解决的.作为外来宗教,基督教要在中国生根,必须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究竟这个本土化的程度

达到甚么地步,如何进行本土化?他们在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经济生活和生活方式,前人皆未有提及,本文尝试从这方面入手,探讨也里可温的经济生活和

日常生活的细节.最后基督教随蒙元的灭亡而绝迹中国,其原因至今仍议论纷纭,这究竟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还是明代初年的狭隘种族主义抬头的影响.这

几个问题,本人都希望作一突破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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